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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异质性分析 

李庆
1
 

（中国社会科学院 生态文明研究所，北京 100026） 

【摘 要】：在量化环境空间效应的研究中,对二氧化碳排放空间外部性的研究侧重空间依赖关系,基于空间异质

性的研究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很少出现。长江经济带蕴藏着丰富的空间异质性,本研究利用多尺度空间地理加权回

归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基于空间异质性的结构分析,研究结果显示,在空间关系作用下长江经济带

城市的人口规模、经济规模和消费规模对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呈现明显的区间性差异,有必要在长江流域城市

间改变以生产力均衡为标准的地区均衡发展思想,发挥东部地区区位、人才和技术优势,集中布局具有排放刚性的产

业,以局部排放的增加换取整个流域排放总量的降低,实现流域整体的二氧化碳减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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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域是人类文明的摇篮,也是城市成长的摇篮,河流提供的水源滋养出流域内的城市,河流提供的航运又把流域内城市联系

起来,使得流域内城市的经济、社会和生态关系既具有普遍的空间相关性,也存在丰富的空间异质性。依托长江流域发展的长江

经济带在中国 21%的国土面积上聚集了超过 40%的人口和经济总量,是中国综合实力最强、战略支撑作用最大的发展空间,也是维

系中国资源环境可持续发展重要的生态空间。长江经济带的人口、生产、消费以及二氧化碳排放主要分布在长江经济带的 132

个地市中,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 45.5 亿吨,占到全国城市总排放量的 37.5%,这些城市的人口、生产、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因为

同在一个流域空间必然存在具有流域特征的空间效应。 

长江经济带自东向西分布着沿海、平原、丘陵、山地和高原等地形地貌,相邻城市间存在着河流贯穿、山体相连、森林湖泊

湿地共享、野生动物迁徙、风霜雨雪覆盖等自然地理贯通,在宏大的长江流域自然地理背景下,长江经济带各城市之间还存在着

资源禀赋、人口规模、经济总量、富裕程度、技术水平、文化教育等多方面的相似性和异质性,这些特征勾勒出长江经济带全局

空间的相似性和局部空间之间的差异性,错综复杂的相关性和异质性特征共同构成了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

效应背景。我们发现,传统的排放回归模型不考虑变量的空间异质性特征,只能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全局性估计,

沿长江 6000 多千米的城市人口、生产和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表现为同一参数,只能显示出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动力结构的

普遍性特征,难以切实反映出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结构特征的全貌,据此制定的通用减排政策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有

限。因此,本文从空间异质性出发,利用空间 STIRPAT 模型研究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考虑城市常住人口、经济增长、居

民消费和二氧化碳排放的空间异质性,解释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结构关系,有助于在通用政策基础上针对局部城市的异

质性特征制定差别化政策措施。 

1 研究进展及综述 

Ehrlich & Holdren[1-2]建立 IPAT 模型把环境影响与人口规模、富裕程度以及技术水平联系起来,被称为环境压力控制模

型,Dietz & Rosa[3],York 等[4-5]在 IPAT 模型的基础上,结合二氧化碳排放 KAYA 等式[6],建立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结构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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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IRPAT 模型: 

 

式中:P 代表人口规模,A 代表富裕程度,α 为常数项,β1、β2分别为解释变量的参数,μ 为包含技术因素的残差项。随着研

究的不断深入,STIRPAT 模型不仅引入技术、产业、制度、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解释变量对二氧化碳排放量进行结构分析,而且从全

球、国家、地区和城市等不同的空间层面进行了大量研究。王丽等[7]针对人口规模、人均 GDP 和能源效率进行城市二氧化碳排放

的经济社会影响因素研究。陈占明等[8]对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人口规模、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和采暖需求等因素进行

了时间序列分析结构。赵涛和张思聪
[9]
还从城市化的角度利用STIRPAT 模型对城市化率、服务水平、研发支出占比、能源强度和

能源结构等影响因素进行了分析,围绕模型方法改进和解释变量优化的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 STIRPAT 研究成果还在不断涌现。然

而,城市二氧化碳排放不仅受到自身解释变量的影响,而且受到其他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及其控制因素的影响,这些空间效应打破

了经典回归模型的不相关假定,使得传统回归模型对城市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回归分析暴露出明显缺陷。 

经过 Klaassen 等
[10]
、Anselin

[11-12]
、Elhorst

[13]
、Pace & LeSage

[14]
等众多地理学家、经济学家和数学家的不断贡献,使空间

计量经济学在 20 世纪末和 21 世纪初取得了巨大发展,保罗·克鲁格曼[15]的研究成果把空间经济学研究推向了高潮。进入 21 世

纪以后,在地理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发展的推动下,空间计量经济学更是迎来发展的高峰期,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前沿,以多尺度

空间地理加权[16-19]为代表的空间异质性研究处于空间计量经济学前沿的突出位置。近年来,中国空间计量经济学研究和应用已经

逐步与国际接轨,出现了利用 STIRPAT 模型考虑空间效应的二氧化碳排放研究,例如刘凯等[20]利用 2004—2016 年中国省域面板数

据在 STIRPAT 模型基础上建立空间杜宾模型,实证分析中国省域生态文明建设对碳排放强度的相关性影响。到目前为止,针对空

间相关性的空间计量分析已经比较成熟,但是受到研究方法的限制,从空间异质性角度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回归分析的成果很少

出现。现实世界中同质空间假设很难实现,空间异质性更具普遍性,长江经济带是承载丰富空间异质性的地理范围,不考虑空间异

质性的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回归分析具有明显的缺陷,有必要采取地理加权回归和新近完善的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方

法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进行考虑空间异质性的结构分析。 

地理加权模型(GWR)[18,21-24]根据距离越近的事物空间相关性越强,距离越远相关性越弱的地理学思想,采用空间变系数方法将

数据的空间位置信息嵌入到回归参数中,使得权函数建立在回归点与其他观测点的空间位置关系上,进而建立反映空间异质性的

地理加权回归模型: 

 

式中:(ui,vi)是第 i 个样本点的空间坐标,xij是第 i个样本点第 j 个解释变量的取值,β(ui,vi)是函数 β(u,v)在(ui,vi)点的

回归参数,回归参数利用回归点周围的样本簇来平滑空间过程的非平稳性,回归模型利用加权最小二乘法进行参数估计: 

 

式中:W(ui,vi)为第 i 个样本点的空间权重,[XTW(ui,vi)X]
-1XTW(ui,vi)为第 i 个样本点的空间帽子向量。在考虑空间异质性的

模型分析中,不仅样本点之间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变量之间由于空间尺度不同也存在着空间异质性差异,采用相同的权重表达不

同变量的空间异质性并不贴切,例如导致鱼群数量减少的因素中,气候变化的尺度可以是全球的,而过度捕捞的尺度可以是海域

的,气候变化变量和过渡捕捞变量具有不同的空间尺度,应该具有不同空间权重。Fotheringham 等
[18]
在地理加权回归模型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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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基于广义加性模型(GAM)提出了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MGWR),使得不同变量拥有基于各自空间尺度的权重,从而体现出不同变

量空间异质性差别: 

 

式中:bwj 代表了第 j 个变量回归参数 β 使用的带宽。多尺度地理加权模型允许变量在各自空间平滑,弥补了地理加权回归

模型不同变量相同权重的缺陷,是新近发展起来的针对空间异质性的研究方法。 

长江流域地理空间存在着丰富的空间异质性特征,使得人类的经济社会行为在各种各样的空间异质性作用下产生千丝万缕

的空间关系,固定参数的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回归模型既不能反映出同一解释变量在不同城市存在的空间差异性,也不

能反映出各个解释变量空间尺度差别对回归结果产生的影响,因此无法确切刻画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完整特征。地理

加权回归将空间结构嵌入回归模型处理控制变量空间关系的非平稳性,能够实现将长江流域城市异质性特征纳入回归方程。在地

理加权回归的基础上,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放松了不同解释变量的参数尺度约束,允许回归模型不同解释变量在不同的尺度上参

与回归,将变量间尺度异质性特征纳入回归方程,使得我们可以进一步深入研究空间异质性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

响。 

2 模型和数据 

为了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结构分析,众多学者采用多种排放因子对二氧化碳排放进行 STIRPAT 模型分析,孙敬水等[24]把人口

总量、经济发展水平、能源强度、单位能耗碳排放量、产业结构、能源消费结构、城市化水平、国际贸易分工等作为中国发展

低碳经济的影响因素进行基于扩展的 STIRPAT 模型分析。王丽等[7]以人口规模、人均 GDP 和能源效率作为排放因子,对城市碳排

放影响因素进行经济社会发展对环境影响研究。陈占明等[8]把人口规模、第二产业产值占比和采暖需求等因素作为影响因子进行

中国地级以上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因素分析。钟兴菊和龙少波[25]对环境影响压力模型的因变量和自变量进行了系统的梳理

和辨析。近年来,又有学者把 STIRPAT 模型延伸到 POETICs 分析框架,从组织、制度和文化方面对二氧化碳排放因素进行结构分

析。本文在总结大量前述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长江经济带城市具体特征,把人口、生产和消费作为影响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

主要因素,选择常住人口数量表征人口规模,地区生产总值表征发展水平,生活消费品支出代表富裕程度,对比分析长江经济带城

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全局回归、地理加权回归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成果进行分析,其中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多尺度地理

加权 STIRPAT模型为: 

 

式中:CO2T表示二氧化碳排放量,αi为常数项,POPL是常住人口表示人口规模,GDP是地区生产总值表示生产水平,SAC是消费

品零售总额表示消费水平,β 是解释变量的参变量,(ui,vi)是各市城市中心的地理坐标,模型计算采用可加性算法,权函数采用高

斯核函数算法,带宽优化标准选择空间赤池信息准则。 

长江经济带城市样本包括东部地区上海市、江苏省、浙江省的 27 个地市,中部地区安徽省、江西省、湖北省、湖南省的 58

个地市,西部地区重庆市、四川省、云南省、贵州省的 47个地市,共 132个样本地市。各市二氧化碳排放数据来自《中国城市温

室气体排放数据集(2015)》,长江流域二氧化碳排放量分布状况见图 1所示,常住人口和面积数据来自长江经济带各省市 2016 年

统计年鉴,地区生产总值、消费品零售额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 2016》,城市空间位置为各地级市城市中心位置坐标,全部

数据源自为公开可查询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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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量四分类图 

3 实证结果及分析 

全局线性回归显示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三个解释变量全部达到显著性要求,地区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全

局回归系数为 1.433,是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影响因子,生产总值越高排放越高,这种关系说明尽管长江经济带是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较高的地区,但是仍然没有进入经济发展与二氧化碳排放脱钩的绿色发展阶段,长江经济带城市整体上呈

现出经济增长与二氧化碳高排放共同提高的工业化阶段排放特征。回归结果中,常住人口数量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全局回归系数为

0.157,虽然人口规模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作用远低于生产总值的作用程度,但是同样呈现出正向推高状态。城市消

费品零售额代表一个城市的消费能力,体现出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长江经济带城市消费品零售额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全局回归参

数为-0.666,呈现出城市消费量越高二氧化碳的排放量越低的状态。以全局回归为参照,对长江经济带城市的全局线性回归、地

理加权回归和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的成果进行比较,三种方式的 F 检验都具有显著性,两种加权回归的残差平方、赤池信息值明

显低于全局回归,对数似然值和拟合优度高于全局回归,模型解释能力得到提高。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识别控制变量的不同影响

尺度从而减少了回归模型的自由度,使得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与地理加权回归相比残差平方和有所提高,拟合优度稍有降低,但

是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丰富了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结构分析的变量关系,提高了模型的解释能力(表 1)。 

表 1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回归结果对比表 

变量 全局线性回归 地理加权回归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 

RSS 20.491 13.347 16.254 

Log-likelihood -64.355 -36.058 -49.063 

AIC 136.710 113.054 121.449 

AICc 139.187 121.006 123.923 

BIC — 172.064 155.066 

R2 0.845 0.899 0.877 

AdjR2 0.841 0.881 0.866 

Intercept 0.000 0.006 -0.002 

GDP 1.433*** 1.780 1.4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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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PL 0.157** 0.063 0.131 

SAC -0.666*** -1.008 -0.762 

 

在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中,样本点为132个地市,有效参数数量trace(S)为10.661自由度水平

为 121.339。根据赤池信息准则选定的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常住人口变量参数带宽为 130,消费品

零售额带宽为 112,地区生产总值带宽为 52(表 2)。 

表 2多尺度地理加权带宽 

变量 带宽 ENP＿j Adj.t-val(95%) Adj.alpha(95%) 

Intercept 73.000 3.803 2.514 0.017 

GDP 52.000 4.317 2.561 0.032 

POPL 130.000 1.255 2.076 0.034 

SAC 112.000 1.286 2.086 0.032 

 

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的分析尺度是带宽,带宽越小,参数变化越剧烈,带宽越大,参数变化越平缓。随着带宽的逐步增大,参数

估计曲面逐渐趋近平面,局部与全局尺度趋同。常住人口带宽和消费品零售额带宽都接近全局回归的 132 个城市样本总量水平,

大带宽表示长江经济带城市人口规模和消费水平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参数变化平缓,估计曲面趋于全局平面,异质性特征并不明

显。但是全局的平缓并不意味着不存在局部异质性的变化。从回归结果看,常住人口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全局回归

参数为0.157,地理加权回归中回归参数平均值降低为0.063,不仅取值有较大变化,在流域范围内呈现出明显的阶段性影响关系,

在宜昌以上的上游阶段,人口规模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作用逐渐加大,在重庆地区达到整个流域人口对二氧化碳排放影响作用

的峰值,在宜昌到湖口的中游阶段作用系数单边下行,湖口以西到入海口的下游阶段人口规模影响因子又有所加强(图 2)。在既考

虑样本空间异质性又考虑各变量尺度异质性的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中,人口因素平均回归参数为 0.131,放宽解释变量空间尺度

的人口因素影响因子在上游和下游阶段明显趋缓,上游东部和中游地区是下降区间,全流域常住人口参数拟合线峰度降低(图 3)。 

 

图 2常住人口地理加权回归参数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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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常住人口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参数拟合图 

消费水平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全局回归参数为-0.666,在地理加权回归中平均回归参数为-1.108,在既考虑样

本空间异质性又考虑各变量尺度异质性的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中,消费水平平均回归系数为-0.762,地理加权回归和多尺度地理

加权回归中消费总额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减低作用呈现单边降低的状态,上游阶段影响水平较高,下游阶段影响水平较低,在宜昌

到湖口的中游阶段影响水平变化十分明显(见图 4、图 5)。从加权回归参数变化可以看出,人口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影响

随着流域从上游到下游逐渐降低,消费因素对二氧化碳排放减少的影响随着流域从上游到下游逐渐降低,两者在全局中呈现叠加

状态,全局回归不能反映出这种变化关系。 

 

图 4消费总额地理加权回归参数拟合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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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消费总值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参数拟合图 

地区生产总值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全局回归参数为 1.433,在地理加权回归中平均回归参数为 1.78,在既考虑

样本空间异质性又考虑各变量尺度异质性的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中,多尺度带宽为 52,呈现局部异质性特征,地区生产总值平均

回归系数为 1.472。地区生产总值是影响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主要动力,长江中上游城市地区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的

影响作用自西向东逐渐减小,下游部分影响逐渐提高,尤其在考虑变量间尺度异质性的作用后,下游地区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

放的作用明显加强(见图 6、图 7)。在生产总值作用中,城市间异质性作用使得地区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有所提高,变

量间异质性作用又使得地区生产总值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作用回归到全局回归水平,可见城市间异质性和变量间尺度异质性

都对排放有很大影响,这种影响作用在地区生产总值对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中具有相互冲减作用。 

总体上看,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估计结果比全局线性回归模型和地理加权回归模型展示的信息更加丰富和具体,在多尺度地

理加权回归视角下,长江中上游地区,生产总值和人口规模对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增加的影响作用自西向东地区呈反“S”型逐渐

降低,消费总额对排放减少的影响作用呈“S”型逐渐降低,到达下游地区后人口规模对增加城市二氧化碳排放影响逐渐降低的

趋势变为保持平稳,消费总额对排放减少的影响作用逐渐加强的趋势也变为保持平稳,而对二氧化碳排放贡献最大的地区生产总

值在下游阶段呈现出明显的回升态势。考虑了不同控制变量在不同尺度下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模型更好地拟

合长江经济带城市样本数据,更加贴近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现实,使得模型具有了更深入的解释效果。 

 

图 6生产总值地理加权回归参数拟合图 

 

图 7生产总值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参数拟合图 

4 总结与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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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地理权重回归可以看出,长江流域沿海地区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人口规模贡献、消费水平贡献和生产总值贡献都远远小于

上游地区,中游地区是实现这种转变的过渡地带。生产总值是对二氧化碳排放贡献最大的因素,长江流域二氧化碳减排的重点仍

然在提高高碳生产领域的碳生产力。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整体上呈现东高西低的态势(图 1),排放量最低的城市集中在

西部最上游地区。多尺度地理加权回归参数显示下游东部地区的贡献弹性远远小于上游西部地区,可以认为基于自然禀赋的产业

分工使得上游地区主要以能源和原材料工业为主,排放水平较高,下游沿海地区经过产业升级和发挥技术创新优势具有比较高的

碳生产力,排放贡献小于上游地区。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在以生产能力均衡为目标的区域协调发展思想指导下,东部地区高排放产

业大量向中西部跨区域转移,造成西部地区的排放弹性明显高于东部地区,这种趋势在长江流域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地区生产总

值参数分布中得到清晰展现,为了抑制这种情况的发展,有必要转变以生产能力均衡为指标的地区均衡发展思想,发挥东部地区

装备和技术优势,集中布局具有排放刚性的主要产业,以局部排放的增加换取整个流域排放总量的降低,实现流域整体的二氧化

碳减排。事实上在长江下游地区,多尺度地理加权的生产总值贡献参数已经呈现西低东高的态势,也就是说在长江下游地区已经

自动实现高排放系数的产业向沿海地区靠拢,使得全流域参数曲线在下游地区出现明显的翘尾。从流域城市消费总额对二氧化碳

排放的贡献看,城市消费对二氧化碳排放具有负向作用,上游地区这种作用比较明显,沿流向逐渐降低,这说明上游地区的生活消

费与下游地区相比处于低排放水平,面对这种状况不能单纯以二氧化碳减排作为地区的发展目标,需要兼顾上游地区的生活消费

提升和下游地区的生活消费减排才能体现出公平发展追求,可见,推动长江流域的高质量发展必须转变以生产能力评价区域均衡

发展的观念,把区域均衡发展建立在流域生活水平均衡和碳生产力因地制宜的目标上。 

流域能够成为经济带,是因为流域框定的地域范围内要素之间有着独特的空间特征,这种特征既表现为局部内部的相关性和

局部之间的异质性,也表现为流域整体的相关性以及流域整体与外部空间的异质性,流域内局部之间异质性的集合形成流域整体

对内相关性和对外异质性。对长江经济带而言,长江经济带的发展不意味着全局同步、同样发展,而是要借助空间效应特征寻求

差异化发展策略,这种策略前提是识别和量化空间异质性特征的影响,在剔除空间异质性的基础上制定普遍的战略、计划和目标,

然后带入空间异质性特征制定差别化的政策措施。具体到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减排而言,首先要从总体上把握长江经济带城

市二氧化碳的排放特征,尤其要考虑空间特征的影响,既要全方位抑制地区经济总量和人口规模带来的二氧化碳排放增长,又要

着力提升消费水平,强化消费水平升级对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贡献。其次,要具体把握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排放的局部空间

特征,在上游四川、贵州地区的城市着重降低因为经济增长和人口增加带动的二氧化碳排放,在中下游江苏、浙江等地区的城市

着力提升消费水平升级带来的减排作用,中游湖北、安徽的城市要关注因为市区面积因素导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估计失真。最后,

在制定长江经济带城市二氧化碳减排政策时要认真考量相邻城市的排放特征和相互之间潜在的异质性影响,加强城市之间减排

合作,及时沟通信息,协商制定目标,协同制订计划,协作推进减排,实现城市和经济带二氧化碳减排的协调推进,使长江经济带成

为引领我国流域空间减排的表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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